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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和文明分析：初步反思 1 

 

约翰·阿纳森（Johann P. Arnason） 

吴冠军 译 

 
摘要：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正义和跨文化对话”。但一个更为元理论的问题隐含在该实质问题中，而这

正是我所准备关注的。它同政治哲学与文明的多元性相关。众所周知，在晚近的政治哲学论争中，正义问题一

直是最核心的问题。纵览该领域，那些主要的立场被定义与相互区别，多是根据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观念

与解决方案。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在多元文明的语境下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引出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政治哲

学如何应对文明的多元性？从同那些作为社会-历史研究一个独特分支的比较文明分析（已有学者尝试发展这样

一项工作）的更密切接触中，什么是政治哲学可以学到的？当前主导性的政治哲学框架必须作出怎样的修正，

才能适应可能从多元文明视角中所产生的洞见？这些问题并非凭空而来：它们和各现有的研究模式相关，并且

和在他们之间搭建桥梁之可能性相关。从简单地纵览一下双方的进展状态、并看一看他们之间长期的关系模式

来开始本文，似乎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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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正义和跨文化对话”。但一个更为元理论的问题隐含在该实质

问题中，而这正是我所准备关注的。它同政治哲学与文明的多元性相关。众所周知，在晚近的

政治哲学论争中，正义问题一直是最核心的问题。纵览该领域，那些主要的立场被定义与相互

区别，多是根据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观念与解决方案。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在多元文明

的语境下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引出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政治哲学如何应对文明的多元性？从同

那些作为社会-历史研究一个独特分支的比较文明分析（已有学者尝试发展这样一项工作）的更

密切接触中，什么是政治哲学可以学到的？当前主导性的政治哲学框架必须作出怎样的修正，

才能适应可能从多元文明视角中所产生的洞见？这些问题并非凭空而来：它们和各现有的研究

模式相关，并且和在他们之间搭建桥梁之可能性相关。从简单地纵览一下双方的进展状态、并

看一看他们之间长期的关系模式来开始本文，似乎是恰当的。 

 

一、  政治哲学的复兴与局限 

 

    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已被刻上了政治哲学复兴的烙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

《正义论》于 1971 年的出版常常被视为这一潮流的开端。但在更贴近的考察下（正如一些批判

性的评论者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长期受忽视的学科之昭然重生，存在着一些奇怪的方面

与重要的局限。先说说一个在那些可商榷的主要著作之议程之外、但有助于透视整个论争的基

本点：就在对通过政治行动可以或应该获致什么的公众期望陷入显著的低迷时期那一刻时，政

治思想之复兴似乎已然启动。这似乎又是一例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历来如此，当一

个最具开创性的文本可被读作为对已达成熟并将让位给更悬而未决之状况的历史时代的肯定性

阐释。正如罗尔斯《正义论》的同情性评论者与批判性评论者所一起指出的那样，最好将它理

解为对战后福利国家的规范解释，其使用的是抽象的（并常常是深奥的）哲学语言，并以一种

系统地排除历史语境的方式来建构。把这点同彼得·魏格纳（Peter Wagner）在其《现代性的

社会学》中所使用的模式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所助益：从那个视角来看，罗尔斯对福利国家的

论述——对诸项“基本自由”与一个“社会的最低限度”作哲学调和——是把组织化的现代性

（organized modernity）重新阐释为一个先进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根据魏格纳，后者迄今为止

只是现代性第二次危机的一个可能的历史结果）。而且，其语言暗示着自由主义诸项原则的一个

坚固的连续性。
[1] 

    现代性这一隐含的线性，反映了罗尔斯和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缺陷：它在

社会学上的不足。这一不足或许在各种抽象的二分法中最为明显，而这些二分法已充斥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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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论争中（来自社会学领域的批判性评论者，如克雷格·卡尔豪恩[Craig 

Calhoun]，已强调了这点）。任何试图补救这一不足的努力都将——在事物的本质上、且鉴于当

前的各种发展——不得不建立在同历史社会学之系统性结合的基础上。不过，罗尔斯主义路向

的最根本弱点——太明显以至于批判者们都难以去忽视、但却并未受到广泛讨论以使其受益—

—是缺乏对政治的这种反思。这是罗尔斯对道德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彻底连续性之坚持的另一面。

当然，在其《正义论》与后来有关政治自由主义的文本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差异。
[2]
这个似

乎已在过去二十年中慢慢成熟起来的转变可能被描述成对政治的局部发现。罗尔斯声称（而且

没有理由怀疑），比起其批判者所提出的任何反对，这一变化同对原初理论中各种问题的逐渐增

长的注意更为相关。当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不得不被放松时，政治的特殊性就涌现

出来了。更确切的说，罗尔斯发现，一个可实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必须在诸解决方案能够不

再依赖道德整合的层面上被提出来。《政治自由主义》的基调问题是：“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

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

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
[3]
换言之，政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被主题化：其任务是为在道

德层面上无法被克服或中立化的多元主义设计一个政治框架。应予以注意的是，这引导着罗尔

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在他看来，政治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反抗充满宗教战争的早

期现代欧洲背景，并反对去寻找一个避免更深重的灾难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通过与

政治哲学在古典世界所面临的诸问题作比较，这一语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了。由城邦及

其宗教所决定的文明环境与早期现代的文明环境大相径庭。 

    这里，我们至少已朝着对于政治的一个比较文明视角、针对政治的诸种反思性路向、以及

从反思的主题化中得出的诸种建构策略迈出了第一步。正如我将要论述的，这一路向应该在更

为广阔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但这样的尝试，必须从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开始。对政治哲学和文

明分析之间的各种联系点的寻找，仍能够从各类古典资源中获得启示。如果我们回到希腊的开

端，似乎很明显，对政治秩序的第一次理论反思（并不等同于这种政治思想的开端）同对希腊

人与其邻居（包括近东更加古老的诸文明以及显然更下等的各类野蛮人）之间各种文化差异的

观察和阐释密切相关。这不仅适用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系统性作品，而且适用于希罗

多德（Herodotus）的结合历史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早期现代思想仍旧是以——至少在各范

例中——对于各种政治制度和更宽广的各类文明模式的诸比较视角（孟德斯鸠[Montesquieu]

的《论法的精神》可能是后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为特征。十八世纪末和十九

世纪初在文化和思想界发生的诸种变化使研究的这两个领域深一层地分开，并且为两方面均带

来了各种特定的障碍。可以这么认为，政治哲学一个半世纪以来——从黑格尔（Hegel）的《法

哲学原理》到 1970 年后的复兴——一直处于问题状态的主要原因，.同导致诸种文明视角的被

遗忘或被边缘化的那些原因相同，尽管在相对份量与语境意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变异。它们包

括几个相互关联的趋向：1800 年左右西方思想所产生的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转向
[4]
；功利主义

的崛起，作为一种“默认的背景，其他理论不得不通过反对它来宣称和捍卫自身”
[5]
；以及广

为弥散的进化论的传播，其在决定性意义上影响了各类社会科学工程，即使当那些成问题的作

者们并不赞成各种完全发展成熟的进化理论时。 

    二十世纪的文明分析记录——其复兴或多或少同主流的社会思想明显相对立——显然是断

断续续且不连贯的。应该注意的第一个里程碑是社会学经典著作中的文明的发现；这是在法国

和德国的各传统分支中通过不同的且相互独立的方式产生的，但在这两例中，文明的主题在随

后的发展阶段仍被其它关注所遮蔽了。文明的研究和理论化的第二波浪潮——以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的作品为代表——始于 1970 年左右，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对那时被一部分功能

主义主流所公然采用的进化论转向的一种批判性替代方案。最后，至少应该提一下以斯宾格勒

（Spengler） 和汤因比（Toynbee）的作品为代表的各种元历史工程：它们代表了一个传统，

该传统已被证明不太容易适应思想上的劳动分工，且被广泛认为缺乏学术正当性。我们是否仍

能从中学到什么？这个问题将不会在此讨论。就我当下的目的而言，上述传统的最重要部分就

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作品。他的比较研究是第一波浪潮的最实质性成果，且是在第

二波浪潮中被重新发现的最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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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的比较框架最显著的方面之一便是，它的政治维度发展不完全；在当下的语境中，这

可能被视为在当前政治哲学主流中比较文明之视角的缺乏或几近缺乏的一个对立面。更具体地

说，韦伯的研究之主要分析焦点是放在宗教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交互关系上；尽管更加仔细

地阅读其作品确实会产生如下想法：对中国和印度的具体分析只不过是一种对新教伦理的反实

验，毫无疑问，这一作品的问题对整个后继的研究投掷了一片不成比例的阴影。在韦伯的作品

中所发现的最具文化-特殊性与意义-敏感性的阐释——无论这些阐释仍留有多少空间尚待期待

（当从更严格的跨文化阐释学视角来评判时）——与不同宗教传统的各种世界观有关。它们同

经济领域的发展或发展之障碍的各种分析与尝试性解释相联系，但在这里，对各种特殊性的关

注不太均匀。韦伯承认各种前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他开创了资本主

义的类型学）；但是，当提及现代转型和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以“最致命的力量”出现的资本主

义史无前例的动态形式时，其重点显然落在一个超越各文明疆界的统一模式上——即使其最初

的突破受到了在一个特殊文明内的连续不断的“诸环境的各种串接”（concatenations of 

circumstances）的推动。 

    然而，我们主要所关心的乃是深植入韦伯的政治领域概念化的平面的和统一主义的逻辑。

首先是在正当性问题上系统性地聚焦于政治社会学。正当性问题在被定义时就同西方历史经验

有着一种默许的参照。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权威的论证这个问题被推到前沿。然而，正当性

问题却又显然对普遍有效性有着一种清楚的要求。接着，正当性问题被简化成众所周知的三种

类型：传统型、法理型和超凡魅力型；传统型明显以忽视诸文明传统之各种特殊的特征的还原

主义方式而被定义的。韦伯对把所有相关例子归入这三种（仅有的三种）类型的坚持，同他没

能为这三类划分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样引人注目。最后，就各种行政结构而言（正如韦伯所

说，“每种统治都通过行政来表达自己和行使功能”
[6]
），对诸统治形式的分析聚焦于两种极端

普遍的理想类型，世袭制和官僚制（不存在与那种超凡魅力统治相对应的独特的行政模式）。同

作为韦伯宗教社会学核心的诸理想类型相比，这两个概念更少历史性，对文化语境也不太敏感。

官僚制的定义方式使得所有这一类的历史发展看来都与诸现代模式的合理化计划相近似；世袭

制则成了各种前现代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我认为，更仔细地审视韦伯有关中国的作品（在这

里不可能予以展开）将显示，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如何使中国的帝国秩序之各种特殊的特征（和

特殊的历史性）变得模糊。尤其是，从韦伯的参考框架中，中国的例子比其他任何例子更能说

明神圣王权令人惊讶的缺席、它的各种变形，以及它的历时持久的构成性符号体系。可能也会

有人认为，（作为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键联系的）神圣王权的问题本来可能会是成为韦伯宗教社

会学之关键主题的“世界的宗教拒斥”（religious rejection of the world）的适当的对立面。

但更一般地说，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的：这种方式最小化与边缘化权力

的诸种文化定义问题，以及——更全面地说——政治领域及其在社会世界中之地位的诸种文化

定义问题。 

    在当下的语境下，这个问题是同第二代文明分析进行比较的有用的起点。艾森斯塔德的作

品无可争辩地是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后韦伯主义工程，而且，它代表着朝此处的争论点向前迈

出的重要一步。艾森斯塔德采用韦伯未曾用过的一种方式把文化传统和政治动力之间的关系主

题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为对政治权力、组织与冲突之各种文化框架所作的比较研究开启

了诸多新视角，并且在不同文明语境下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模式之间提取出了对立组与平行组。
[7]
另一方面，他对诸“轴心文明”的那些共同的核心结构之关注，为文化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多

样性设定了限制。简而言之，“轴心”转向——假定是主要各欧亚文明在公元前最后千年之中叶

的形成时期发生的，且通过后来的各种世界宗教的崛起和散播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带来了一

个新的文化本体论：对世界的一种文化阐释，即把世界拆分成一个先验的国度和一个世俗的国

度。这个阐释框架，以一些根本性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自我理解、社会权力的定义与论证、

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的表达。每个文明对这一轴心转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同，有

些文明对比其它的文明，政治具有着更中心的角色。在艾森斯塔德看来，极其强调政治领域的

不同的传统——在其意义与功能方面有着相应的不同定义——在中国和古希腊得到了发展。然

而，无论在结果的意义上那些政治文化有多么的不同，这个轴心的参考框架仍可被拿来暗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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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变的原则。各个轴心——或轴心时代——文明的整体问题现在正遭遇到新一轮的论争，出

于十分广泛的诸种原因，重新表述看来可能会减弱关于一个共同的根基性模式的各种初始预设。
[8]
考虑到这点，下述做法——出于当下的目的——似乎是明智的：总括关于各类轴心文明的问

题，并且假设：对在政治文化中的诸种文明变迁进行更详细的比较分析是重新评判轴心模式的

先决条件之一。 

 

二 、 通向一个比较分析的议程 

 

    总而言之，对政治的不同的文化阐释已作为一个主题浮现，这个主题可能会重新把文明分

析与政治哲学联结起来。但是，为了使这一建议具有合适的意义，它必须与政治哲学的各种内

部问题相联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1970 年后的主流以建构各种规范工程的强烈倾向为特征，

但没有任何相应的对政治构造或政治问题的广泛反思。为了矫正这一趋势，我们可能会转向列

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政治哲学的定义：“试图同时去了解政治事物的自然和正当的

或好的政治秩序的努力。”
[9](P6)

但这一定义的两个关键因素——自然与秩序——必须以一种将使

得它们与施特劳斯更特定的政治立场断绝关系的方式来重新表述：这类有关政治的问题并不必

定要用一种给定的自然来表述，政治上的各种替代方案的想象也不必定会转变成发展成熟的秩

序模式。这种对施特劳斯定义的改写将使其自身产生出一个文明的转向：融入政治领域之构造

和对政治秩序之热望中的不同的文化定位呼唤着比较分析。对各种文化语境的关注本身并不排

斥规范性的各种考量或对普遍有效性的各种要求。换言之，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诸

文明内部的和互动的动力合在一起应不会产生出各种超越它们疆界的工程。但没有一个对它们

文化背景的阐释性重构，就不可能有对这些工程的充分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在“横

向普遍性”（lateral universality)的国度中，正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只有

通过遭遇不同的但并非彼此不通的诸意义世界，普遍性才能被表达清楚。 

    因此，比较文明的路向将从各种内嵌的文化的政治定义开始（这似乎是理解“政治文化”

的最佳钥匙，“政治文化”常常被那些对概念性的各种基础与各种分支缺乏长久兴趣的政治科学

家主题化）。不过，在不同层面上和多种类别下被提及的反思性维度，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政

治思想，也必须被包括在内。最后，把严格意义的政治哲学（即这种政治的理据充分的理论化）

从政治思想的更广泛的语境中区分出来，似乎是有益的。这一区分近来为古典学者所强调；在

他们看来，对政治哲学的排他性的强调——可回溯到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

已经使在诗歌、历史与悲剧中表现出来的极其宽广的政治思想光谱之重要性变得模糊。除了别

的以外，这一被放大的视角已引起了对民主思想的更好的掌握：古典政治哲学对民主的疏远是

具误导性的，若是孤立地看的话。不同层面之间的诸种紧张和不调和，也要加以考虑。最近的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之引言指出，哲学的理论化扭曲了深深融入公民-国家之希腊版与

罗马版的各种政治的实践概念，所以需要对政治思想的其他形式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矫正该平衡。
10 

    在所有的三个层面上，中国传统是与西方作比较的一个特别有希望的领域。在政治哲学方

面，似乎应先参考沙夫斯坦（B.-A. Scharfstein）有关“三个哲学文明”——希腊、印度和中

国——的论文：这三者是唯一产生相互独立的哲学传统的文化（在两个基督教的世界中——西

方和拜占庭——以及在伊斯兰教的世界中，一神论的支配地位以不同方式转变了希腊遗产，没

有一种方式可以与印度或中国的相比拟，但这并不等于各种自主传统的创造）。
11
在印度，政治

哲学的比较研究之范围似乎非常局限：就我可判断的而言，《政事论》（Arthasastra）实际上是

论争的唯一主题，辩论集中在如下问题上：即它代表着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印度的对

应（马克思·韦伯即持这种观点），还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孤立的、从根本上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一

个分流。
12
这使得中国成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传统作比较的独立的主要传统。在政治思想的层面

上，众所周知，各种政治考量在中国传统中几乎处处皆有；类别的多样性可能比不上希腊，但

各种政治主题的无所不在则似乎更加明显。最后，对权力的诸文化定义的比较分析必须对神圣

王权特别感兴趣，而且对其转型、分裂和突变成为不同的主权模式的各种形式特别感兴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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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语境下，独一无二悠久且复杂的神圣王权的中国体验，必然会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使这一讨论趋近完善，让我们注意一些在学术上处于边缘的、但本质上非常重要的潮

流。在最广泛的有关当代政治哲学的各类阅读调查中，这些潮流也往往是被忽略。与主流相比，

它们以各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同比较反思（comparative reflection）更加契合。在保守主义

的一方（一个惯用的但不太有洞见的术语），列奥·施特劳斯、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以及他们的信徒所代表的路向不能被混合入一个单一的传统中，但他们至少都对拓宽政治思想

的各种视角以超越现代性的诸内部视野有着强烈的兴趣。尤其是，跨文化的参考框架在沃格林

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光谱的对立一端，科尼利斯·卡斯特利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克劳德·勒佛特（Claude Lefort）和马赛尔·古谢（Marcel Gauchet）的作品

现在可能被说成一个思想学派。该学派从激进左翼出发，但已经（在古谢的作品中最明显）转

向批判自由主义和各种不被承认的革命幻想。
13
在这里，对政治的文化维度——即使上述作者往

往更喜欢用其他概念——的强烈兴趣为比较研究开拓了道路。最后，或许应该提一下汉娜·阿

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两个原本会分开的话语世界之间的联结，并

作为一个对于研读当代政治思想的学生来说更为熟悉的人物。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同施特劳

斯和沃格林的对话；她（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卡斯特利亚蒂斯、勒佛特和古谢；并且当古典

共和主义被承认是二十世纪政治思想的独特潮流（如在前面注解中引述过的吉姆利卡[Kymlicka]

的调查中）时，她通常被列为其代表之一。 

 

三、  对民主的诸种反思 

 

    似乎最好的方式来结束这些初步反思，便是对作为政治哲学和文明分析之共同主题的民主

作一些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已把自己强行定为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它不是罗尔斯那开

创性的作品之主要关怀。罗尔斯的作品专注于正义，作为“各类社会制度的第一个美德，正如

真理是思想的体系”；这个美德必须在各种民主性平等的状况下才能被培养出来。但在《政治自

由主义》中达到顶点的转变导致对这种民主原则的强烈得多的强调。其他替代性的路向例证了

同一潮流。吉姆利卡把当代政治哲学家划分成两个阵营：那些（以各种各样的、有时互不相容

的方式）捍卫自由民主制的人，以及那些批评自由民主制现有的各种制度形式的人，即使这一

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自由民主制的各项原则，并表达出这样的要求，即更充分地付诸实践。

毫无疑问，民主的这种不断增强的中心性反映了时代的状态：即在 1980 年代站稳脚跟并在 1990

年代风靡起来的新自由民主的凯旋论。那些并未接受诸如一个“历史的终结” 这类极端的人，

不得不考虑在不同的地方和语境下所遭遇到的困难，这可能很容易引发对各种文明背景的多种

质疑。1990 年代之初出版的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第三波》也许是最著

名的例子，其总结了从明显的全球范围的民主突破中所得到的教训。
[14]

亨廷顿警告说，不要对

在各种非西方环境中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机会抱有过早的乐观主义。他那时的观点是，“儒家民

主”在说法上是矛盾的；在他看来，儒家遗产中唯一潜在的民主因素是科举制度（研究中国的

历史学家们现在几乎均不支持这个理念）；但一次彻底的民主转型无论如何都将意味着一次传统

的彻底破坏。至于伊斯兰民主，亨廷顿认为，证据仍不太有结论性，时间将说明一切。这些理

念先在该书中成形，后来发展成有关“文明冲突”的著名论文；然而，尽管强调呼吁文明理论，

亨廷顿对这一领域中的学术作品的实际运用却是极其随心所欲和敷衍了事。至于与当代政治哲

学的联结，在他的参考框架中根本没有。 

    各种比较观点（comparative views）也曾在其他语境下被谈及，伴随着更少的意识形态含

义；而且又一次（出于各种明显的原因），中国的例子似乎尤其相关。尽管有关在中国传统中的

各种民主趋势和潜力的问题一直处在上述两个话语世界的边缘，但已经说出的已足以使得我们

能够草拟一个尝试性的立场类型学（typology of positions）。在我看来，四种不同的观点可

以被区分开来。第一种强调民主思想在中国传统中存在，同时承认各种特殊障碍的存在和一个

较之西方更缓慢的成长模式；但是，这是一个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型上的差异，同样的诸普遍原

理应该对双方都适用。可以在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发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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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的重要性理论”与西方思想作比较。民主被总结成三个原则：即“民享”、“民有”和

“民治”；萧氏称，孟子先提出“民享”的理念，进而达到“民有”，但没有（也不能）领会“民

治”的理念，制度的问题也不需要把“民治”付诸实践。
2
他似乎不认为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中

可发现这方面任何决定性的突破。但同样的，孟子——作为一位公元前四世纪的思想家，且与

总体的西方发展模式相比——决不落后。 

    第二种观点最好被看成是同一幅画的倒置：各种特殊的障碍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定义性特征，

广泛的“对皇帝的总体权威毫无质疑的接受”
[15](p189)

被视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然后，可通过对中

国帝国秩序的分析来支持这个观点。中国的帝国秩序被看作一个历时持久的神圣王权模式，一

个可回溯至青铜时代的文明连续性的化身。这一论点的一些版本或许能够在亨廷顿有关儒家传

统之诸种表述的背景下瞥见。 

    其它两种立场都基于更加具体的论点，而且可以被视为对于论争而言更有希望的起点。本

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他的古代中国思想史中认为，传统中国——更具体地说

即儒家——对等级制与权威的接受需要被置于历史语境中，在那里，这种接受可能会成为西方

的——原初意义上是希腊的——诸种民主观念的补充和修正，尤其是如果我们承认，“确实存在

的民主”是回到城邦-国家的一个十分特别的版本的各种想象和复杂的大规模的诸社会的各种现

实之间的不稳定的调和：“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尽管各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已取得广泛胜利，并

且各种意识形态确定了如下概念，即等级制和权威是一个邪恶过去的短暂遗迹并将从人类的场

景中被抹去，但是，各种复杂的文明是否能够免除他们，这个问题仍是未经证明的，即使在创

造方法以限定他们的范围并使他们具有可解释性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孔子的问题——

如何使权威的行使和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变得人性化——仍伴随着我们，无论我们会如何思考这

些解决方案。”
[16](p70) 

    最后，还有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在《先哲的民主》中最

有力地论述过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在中国传统（更具体地说即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方面和趋

势可以与对社群主义民主模式的当代探寻联系在一起。他们进一步指出，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理论为这种综合提供了最合适的哲学基础。因此，实用主义和儒家学说的一个“共

同性”（不完整、但足够重要到使得一个“真正的联合”
[17]

成为可能），作为民主在中国和西方

互益发展的一个似乎可行的基础出现。在此，我无法讨论郝氏和安氏之分析的具体细节；但已

可足够充分地说：这整个论述包括了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批判，

并要求把“语境中的自由”（freedom-in-context）作为合适的起点。 

鉴于这些替代性的立场以及在它们之间逐渐展开但尚未完全发展的论争，重新考虑以下问

题似乎是明智的，即深入民主的各种操作性理念且为各种对抗性的阐释开启可能性的诸种文化

定义的问题。民主实质上是一个倍受争论的概念，这已被广泛地接受，然而主流的政治哲学家

们常常在注意到这个事实时却没有停下来反思其意义。约翰·罗尔斯认为，“在民主思想自身传

统中的冲突”
[2](p4)

必须同自由和平等的诸价值的协调问题相关，但他在传统以这种方式二分的

具体原因上，则谈得很少。在这点上，对现代性的一些社会学的阐释——尤其是艾森斯塔德的

《民主的诸种矛盾》——似乎前进得更远。艾森斯塔德把对民主的各种冲突性阐释（以宪政型

模式与参与型模式之间的紧张为核心）同对在现代性的诸种文化前提中所固有的各类矛盾的更

广泛解释联系起来。
[18]

不过在这里提一下上面言及的卡斯特利亚蒂斯、勒佛特和古谢的著作，

可能也会很有用。他们共同的主题之一（因古谢而得到最广泛地发展）是把民主理解为对社会

的自我构成能力的一种反思性表达和运用。但是，这种反思性的转向决不会凭空发生：它总是

傍依着各种独特的传统。而且，在特定的西方语境下，它伴随着各种替代性的自主模式和主权

模式。民主转型的展开，是对早期现代绝对主义国家之背景的反抗。就国王的神圣权利而言，

早期现代绝对主义国家的自我正当化只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同时还导致各种国家结

构的合理化，并且国家作为社会的自我组织的一个独立代理人而出现。而另一方面（正如涂尔

干[Durkheim]早已指出，与国家构建的过程密切相关），作为自主的最终要求者，至上的个人的

形象已定形为一个强大的、有时占主导地位但从未摆脱挑战的民主秩序的肉体模式

（meat-model）。对这一文明-历史语境的进一步分析，可能有助于阐明比较研究的诸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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